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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神与人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宗教观念的重要主题，也是探究宗教文化和人学思想的门径之一。对古代中国

神话与希伯来神话在人神关系构述中差异性根源的讨论，不仅能够发现古中国神话与希伯来神话在最本

质意义上的异同，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古中国与希伯来神话的民族性质。本文将从古中国与希伯来民族

政教关系、宗教特质、社会结构三方面的比较中，解读造成两者神话中人神关系差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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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heme of human religious con-
cepts, but also one of the ways to explore religious culture and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Discuss-
ing the root 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and Hebrew myth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can not only find the most essential si-
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and Hebrew mythology,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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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nature reflected in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and Hebrew 
mythology. This article will take a look at ancient China and the Hebrew peoples. In the compari-
s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root 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god in the myths of the two is interpr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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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神关系”作为一切宗教信仰的核心，在以“人”与“神”作为神话表述主体的民族神话中反映

出多样的社会精神和宗教意识。古代中国神话与希伯来神话都存有关于创世题材、洪水故事、英雄人物

的叙述，但究其差异探讨其根源，不仅涉及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还显示出历史化，宗教化，世俗化的

痕迹。而“人”与“神”关系这一倾向性差异便是探寻这一根源的钥匙。古代中国神话，自周至汉呈先

出“历史化”演变趋势，神话表述的主体被利用与改造为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历史系统并将历史时

期的社会面貌投射于神话中，从殷商时期的“神性至尊”到周天下的“人神互补”再到春秋百家思想争

鸣时期“人的凸显”，中国神话逐步展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确立。古代希伯来神话，在神话叙事上

也辅以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表达，但在神话叙述中自上帝创世开始一直以强化对神耶和华的信仰为宗旨，

重述神的权威，带有明显的“一神”思想，则是其独特的民族性所赋予的。 
因此，对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古代神话与希伯来神话在人神关系表述主体上的侧重差异：即古代中

国神话“以人为本”；希伯来神话则重在神性至尊。不能局限于神话种类的多寡与故事内容的差异方面，

而因以人神关系为钥匙关注到古代中国社会与古代希伯来社会的政教关系、宗教特质与社会结构中来发

掘两个民族在神话表述背后所反映的民族性特征，为古代中国与古代希伯来神话在“人神关系”差异性

根源上带来思考与启发。 

2. 古中国与希伯来政教关系的不同 

政教关系被视为传统社会中政治领域与文教(价值)领域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教关系如何，采用

何种模式，将反映出宗教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与社会作用。先秦中国与古代希伯来民族在相同时期塑

造的政教关系的差异，直接的营造了政教氛围，最终影响了民众对政教的态度。因此，人神关系的存在

并不能孤立于社会环境，政教关系的倾向性会直接导致人神关系的差异。 

2.1. 君权导向型与神权导向型 

古代君王作为人间的最高权力阶级，他在政教关系的地位，将是人神关系最有力的体现。回顾古代

中国与希伯来两国不同时期的发展，政治要素的转变，民众祭祀与崇拜的对象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从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自夏商周早期政治制度将神权与王权结合，到秦代皇帝制度的确立。先秦社

会的政教关系，呈现向君权至上性靠拢的鲜明特点。西周以前，自夏朝“家天下”制度形成[1]，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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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身份，但由于君王行事决策大多依靠占卜的手段维护，所以那时政治结构中的神权占比还很大。

西周后，“宗法制”实行，“以家治天下”的传统法文化开启，促使早期政治逐渐形成以宗族血缘为纽

带的严格等级制度。造成古代中国并未明确存在符合宗教意义上的本土宗教，而是以文化思想与政权紧

密联系起来的方式存在。 
先秦时期，宗法性体现在原始宗教思想中“天”的部分，从“家天下”开始，“天”作为政治依据

的神圣源头，被历代诸多思想家继承发扬，殷商时期，“神道设教”建立圣人与神和人沟通的地位。在

“天帝——圣王——民众”的伦理体系中，天命虽然神圣不可违逆，但由于圣王是人神沟通的中介，又

是合天命来管理人间事务，且下顺民意给百姓谋福祉。慢慢造成神的意志与作用在圣王的作为中被架空。

圣王的主导性被强化与凸显。例如，“设教”在当时是出于增强政治认同，通过神道烘托祭祀场景的宗

教氛围，来行教化之意，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王权的统治。而政教学派也在这种政治高压下，为

了便于达到其宗教思想发展的目的，选择主动依附于政治来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由此而来，以神扶政的

政教关系，便进一步弱化神在先民心目中的排序，造成古人宗教信仰的模糊性。导致国人对于宗教没有

炙热的信仰，面对宗教问题也不会过于执着，更多的则依赖于皇权统治下给他们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反观，古代希伯来政治背景，希伯来民族因具有明确的信仰观念，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中呈现“神”

权至上的特征。希伯来民族在发展中，首先从宗教那里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与鼓舞。希伯来民族最初的

领导者便是以宗教领袖的形象出现的，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与神立约，将本民族视为“被神选中的

民族”，通过“选民”的独特观念塑造希伯来民族“上帝”信仰。因此，希伯来民族的宗教导向型的政

教关系从民族发展的初期就已初显。摩西时代宗教改革后，神与民族历史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与巩固耶和

华的一神信仰。并结合严格的宗教教义，宗教系统的完善，把万物的起源归因于耶和华，将君主政治的

权力也归因于耶和华，来突出希伯来民族宗教在民众生活的支柱性。其次在圣经文本中，不管是统治权

力阶级，还是代表神言说的神职人员，或是带领民族胜利的斗士。在赞扬这些伟人英雄的功绩与德行的

背后，永远都脱不开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启示，与人类的“约”构成了人对神的信仰。守约、遵守上帝

的启示成为了希伯来民众现实生存的具体要求。 

2.2. 先知神话：君王主持祭祀与上帝膏立君王 

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伯来的神话典籍，据学者研究都有可能受到后世编撰者的改写或改编。

古代神话典籍对后世政治制度的影响，可以从典籍中找到回声。后世政治制度也从一定程度上倒回来映

射出神话产生的大的环境场域。根据牟钟鉴先生的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最终导致了政权大于教权

的现实，君王领导下主持的祭祀封禅体现的都是政权对教权的驾驭。古代希伯来世界则是神权、教权大

于政权，国王的合法性要由上帝的神权来膏立，《撒母耳记上》第 7 章就讲述了首先是先知撒母耳所代

表的神权统治以色列，后来在神权的允许下，才出现了扫罗所代表的世俗王权，世俗王权要在神权的庇

佑下，才能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上帝膏立君王，君王只有在上帝的膏立下，才能获得合法性。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作他产业的君么。”[2] 
同样，著名的大卫王权，也要在上帝的膏立护佑之下，才可能持久。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2]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2]质言

之，根据罗理在《古代以色列和中国的先知训言和宗教》[3]一书中的观点，古代以色列人对于早期原始

宗教中的萨满和巫的现象比较热衷和宽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神权为主的国家，它们的神话也打上了上

帝至上的烙印。中国西周以后则经历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人文主义对殷商鬼神观念的改造，逐渐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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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权大于教权的传统。所以，早期《诗经》《尚书》传统中还有强烈的“天命转

移”制衡王权的思想，后来，天——天子——百姓的三维结构，就被“天子——百姓”的二维结构所取

代，“天”的作用被虚化。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神话观念中较少强调唯一神、至上神的概念。 

3. 古中国与希伯来宗教特质的不同 

宗教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因此，神话作为这一文化现象的文学表现，

必然受到古来中国与古代希伯来两方社会历史的影响，在人神关系的表现上也将随着宗教特质差异化呈

现不同样貌。 

3.1. 包容性与排它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多元开放的宗教环境。促使古代中国在宗教文化领域并

未形成“独揽专断”的局面。中国宗教的“包容性”体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礼治与德治中。儒家

文化蕴含的礼俗、观念、生活理想不仅影响了古代神话人物书写性格，还通过睦邻友好思想，使得不同

地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在不断地互相交流学习渗透，渐渐地形成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的中华文化格局。儒家经典就有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春秋左传·隐公六年》)“救灾恤邻，道

也。”(《春秋左传·嘻公十三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孟

子·滕文公上》)都是中国文化睦邻友好，包容性的体现。这种思想也不断也渗透在文化思想中，造成儒

释道三家互相学习，兼收并蓄，并不孤立的局面。在神话人神关系中着重表现为人神的协同合作性。 
希伯来作为宗教性的国家，宗教之于希伯来文化的意义则显得格外突出。它的宗教文化，不仅只表

现在文学艺术中、还贯穿于社会组织、伦理道德、法律制度、风俗节日等。犹太教经典《圣经》所描绘

的上帝及上帝与人的关系带着深刻的种族印记，它的教义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是：

“除了耶和华以外，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别的神”。上帝仅仅是希伯来民族的上帝，眷顾的也是本民族的

人，并非所有人，带有着明显的排他性。并以上帝选民的身份，产生宗教上的优越感与他宗教和种族对

立。其次，犹太教有一系列完备严格的宗教仪式，不仅有明文规定的节日，还对献祭、祷告的时间、地

点、主持人员等也都有明确规定。这种宗教礼仪，将氏族、部落或民族的所有同代成员之间与族群的过

去与现在连为了一体，在加强家族的连续性时，不仅培养群体意识，还促进群体的团结。所以，基于国

家宗教思想中的排他性，导致《旧约》神话与一般神话更加注重对神形象权威性的刻画。在神话中表现

人对神的附属地位，强调人神对立，神对人的救赎。 

3.2. 自修与他修 

不同宗教对人与神的发生机制的引导，会促成不同的神与人的联系。中国传统宗教是强调自我发现，

通过自我的修行最终达到更高的宗教境界。中国的儒释道都强调个体的内省，注重自我的修炼。儒家强

调自修，主张“克己复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4]；佛教也讲修行，除去无明，便不再轮回，而在

涅槃中圆寂；道教则通过养生修炼和道德品行的修养而长生成仙，求得永恒。中国宗教以个体主观的意

识为前提，在不同宗教内都带有不同的境界追求，民众则可以自主的选择符合自己主观偏好的教派，在

教派的体系中知行合一。而犹太教则强调上帝注视人间，审判世界，若个体与族群违背上帝的意志，上

帝就会降罪与人。因此，犹太人民活在对上帝的敬畏中“谨言慎行”，每当社会环境，与时代境遇对民

族与个人带来不利，民众最先考虑到本人与族群是否违背上帝的信仰与宗教戒律，而非考虑自己行事逻

辑的失误。在“约伯记”中，上帝的公义并不以世间绝对的伦理道德作判断，通过上帝的口虽肯定了约

伯的美德与敬神，以正直的信仰者出现。却由于上帝与撒旦“对约伯忠诚度的检验”，约伯变成了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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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帝打赌的牺牲品。撒旦通过对无辜的约伯施加多层苦难。在痛苦中约伯对上帝公义信仰产生动摇向

上帝申诉自己的无辜，在以利户的启发与上帝的提问中，约伯明白了人不应以己为义，而是以神为义。

人并非全能全知是不能妄测神的旨意的，上帝如何行事自有其恰当的用意。人类在上帝面前是如此的无

知，怎能强辩指责上帝呢？这种将“荣耀归于上帝”，过的富足安乐归于上帝的庇佑，做的不好则是自

我过错的惩罚。通过他者的约束，来产生自我约束的意识，便是犹太教他修意识的体现。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神话强调以追求道德理想的自修方式来达到个体生命的价值。拒斥道貌岸然的

掌权者对弱者的压迫，而是突显神救济苍生的正面壮举，来强化民众的道德责任。犹太教的主体性认同

是借助于他者“上帝”，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构建，而“上帝”所代表的大他者构成符号秩序，民

众主体的欲望则是大他者的欲望，它不依赖人自觉性的反思而是以纯粹命令的方式要求一种绝对的无条

件的服从，并在神话叙事中多通过他者介入、他者在场的体验来强化上帝的信仰，使得民众在日常生活

要以忠诚的行为来遵守犹太民族整个集体与上帝订立的契约。 

4. 古中国与希伯来社会结构的不同 

“社会结构理论是以主张将个体放在劳动与生产力、权力与服从、威望与地位关系的概念中考察。” 
[5]因此，基于社会作为个人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中，在宏观层面，跨越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将从一定意

义上助于解释人神关系的从属性。 
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多样，一般表现在生产结构，阶级结构，文化结构、群体结构、阶级结构中。

因此，从人神关系是社会主体意识的表现上来说，我们不仅可以从宗教意识角度探讨，还可从社会结构

对人神间关系的构建来谈。古代中国与古代希伯来作为两个不同的文化主体，在社会结构的表现上的差

异必然存在，对人神关系的影响也莫衷一是。本节将从生产结构、群体结构与政教结构三方面造成的社

会文化中找寻人神关系差异根源。 

4.1. 群体结构差异 

阶级关系决定着整体社会和各个社会群体的发展方向。群体结构区分了阶级关系的个体。中国宗法

制的出现，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单元更加稳固，再加上统治者利用重德思想，制定出各种人伦

秩序与道德规范，使得“个人–宗族–国家”的结构形成，统治者通过对家族的控制来达到国家统治。

基于这一社会结构，中国形成了以“宗族”为中心的家庭观，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个人利益排

在家庭利益之后。还将这种宗族模式投射到神话中，例如，先秦神话总会构建人神间的宗族联系，以黄

帝之子，炎帝之孙介绍谱系。另外，人论与天论思想的倾向性，带来人神关系的分野。受古代周天观念

的影响，“天”拥有神格，被作为众多崇拜对象之一来祭祀处于神格的最高位置。但不同于《圣经》上

帝的权力与能力至上性，天并没有至上的实权，只是作为一个至高的形式存在，并不参与人间的活动与

管理。在神的行动上，耶和华通过警告的话语实行权能，中国的“天”则不会采取具体的指示或警告来

明示人，而通过古人对天道德性的赋予来强化天的道德指示性。 
天对人来说却只能是一个潜在的、抽象的存在作为人类道德及人性的终极根据，但不以天为其理论

体系的核心。相反，则是以天为根据的人被视为人神关系的主导。而希伯来则展现为“个人–上帝–国

家”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在《圣经》中上帝被作为人的创造者，为救赎堕落的人类，通过选择一个民

族以多样地启示让人认识到上帝。例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

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开启人类回归上帝的路。另一方面，面对民族生存空间的匮乏与

民族个体力量的差异，“上帝选民”的身份，利于产生族群身份的认同，从而在个体精神与信仰集中下

增强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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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古代中国的群体结构下，个体成员渴望认同的群体是“宗族”，宗族的规范随着宗族利益

的导向而转换，中国的神对先民的权威不够绝对，神对先民来说只是他们生存“保佑”的工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人神之间是在双向互动的利害关系下，以一种平等的关系呈现。而在希伯来的群体结构

中，神性在宗族中被上升为第一性，人性是上帝授予的。人性作为神性的体现，族群个体必须服从于族

群“神性至上”的普遍认同，以神性的无限来证明人类的有限，顺理成章的将上帝至于万物之上。 

4.2. 生产结构差异 

一般来说，生产结构是社会需求、资源与环境条件、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由于，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结构是生产力适应发展的体现，所以，古代中国与古代希伯来民族的生产结构

差异必然带来民族意识的差异。 
首先，古代中国较希伯来民族较早以农业为主，而希伯来作为游牧民族早期处于半游牧半农业状态。

自新石器时期，中国各部落就已有栽培的农作物的历史。先民在植物培育经验的总结中，结束了频繁的

迁徙以定居的形式逐渐获得安逸稳定的生活。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自然神话得

到发展，演变出“天”的概念；另一方面，农业受制于殷周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有限性，人民

要想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料，只有扩大生产，耕作方式上从刀耕火种向铁犁牛耕过渡。战国后期受商鞅变

法的影响，土地私有，自此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相较希伯来游牧模式虽然也需要人力的投入，

但相较于古代中国“食尽不移”“精耕细作”的生活方式，在人力的总体上需求基数小于农业的人数投

入。希伯来受畜牧游牧生产方式的影响，加上生存空间的有限，在以肉食结构占主体的饮食结构中，一

旦部落人口过多就必然会面临个体生存空间、生存资料的严重不足。导致希伯来民族要么控制人口，要

么寻找新的家园。但由于人口是一个民族延续的基础，所以希伯来民族为了族群的延续，只能一次次的

寻找新的家园来解决人地矛盾的问题。《创世记》第 49 章便反映了这一境况：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各

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这里，雅各部族由雅各的儿子分化为十二支，开启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历史。 
生活家园的动荡不安，会带来希伯来民族内部的不稳定，因此对“动中不变”的渴望便投射到“上

帝”的宗教形象上，民族越动荡，上帝就越会被重述，上帝的至上性就越被加强。质言之，古代希伯来

神话与希伯来游牧生产方式的现实环境有关，古代中国的神话模式与古代中国定居与农业生产方式相关。 

5. 小结 

由于古代中国与希伯来民族在生产方式中一个以农业定居为主，一个以畜牧游牧为主，造成二者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不同。农业生产方式更加强调天人合一人神相通。产生了古代中国以自然神论证为

基础的宗教观。古代中国的神话更多的强调人与自然的斗争。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古代希伯来是

以一个以畜牧生产方式为主的游牧民族，族群经常随迁移而变动，在迁移过程中需要处理与周边游牧民

族、农业民族的边界，疆域关系导致生活更加变动不居，动荡不安，危险时有发生。所以他们与神的关

系更强调在上帝“约”的护佑下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都应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认同，

更加强调在历史与生活行动中，神对人制约的呈现。质言之。由于古代中国与希伯来方农业生产方式与

游牧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天人相通”与“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在中国

先民的神话观念中，就是“人神相通，人神和谐”。由于，古代中国神话特征与希伯来的“罪与救赎”

“人神相分”神学特征相对立。从而在古代中国神话更多的体现了先民与自然抗争，发展生产力的英雄

行为，如：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古代希伯来神话更加强调了游牧民族与不同族群之间互动的边界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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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而产生了以“摩西十戒”为基础的，强调人类社会生活中伦理重要性。质言之，二者神话模式的

差异及根源可以归为表 1。 
 
Table 1. Differences and roots of mythological patterns 
表 1. 神话模式的差异及根源 

 古代中国 古代希伯来 

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为主 畜牧游牧为主 

人与自然关系 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人神关系 人神相通人神和谐 人神相分人神相距 

神话表现 较多强调战胜自然力与自然力斗争， 
以自然力显现的神力 

族群边界：不同族群之间相处的伦理、 
社会生活中的伦理、社会历史中意识的神 

神话模式 自然神论 历史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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